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研究巡礼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是近代中国继资产阶级

民主思想启蒙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播人物是传播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传播

人物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成绩显著；涉及早期人物研究

的资料性、工具性图书出版，成果丰富；人物研究色彩纷呈，成果丰硕。但是，早期传播人物研究仍

存在史料不集中、整体性研究缺乏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搜集、发掘、整理、编纂早期传播

史料；加强著述和传播人物的整体性研究，扩大传播人物研究队伍；改进研究方法，使早期传播画面

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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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1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里

程碑，发动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思想文化运动，继而掀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

 人物是传播的物质主体，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靠人的宣传，才能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神州大地

广泛传播开来。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尤其是早期传播研究成了文化史、传

播史、中共党史的显学，成果迭出，传播人物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

传播史、传播人物研究，对早期传播人物研究作历史回顾与展望，是有裨益的。

 一、早期传播人物研究的成绩

（一）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成绩显著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是走进真实历史的必备凭据。没有可靠史料，

人物研究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传播人物研究的最大成绩，就是大量原

始史料被发掘、整理、公布、出版，使传播史和人物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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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相关报刊的影印、缩微，极大地方便了查阅与研究。传播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贡献

首先体现在报刊上。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

》二文，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传播的序幕。近百年前的报纸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报

纸收藏单位一般不提供原始报纸。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近代主要报刊《申报》《

晨报》《民国日报》（上海、广州、武汉）等报纸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新潮》

《东方杂志》《共产党》《少年中国》《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均有影印本；《时事新报》《新

闻报》《字林西报》等与某些地方报纸也制成了缩微。2014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藏：进步期

刊总汇（1915-1949）》系统整理、影印了1915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机构、组织、

团体主办或在其领导下创办的进步期刊151种，共计428册，3亿余字，其中多数刊物是1949年以来首

次公开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以往十分难见的报刊，通过现代手段提供给读者、学者，使

一些被历史尘埃湮灭的传播人物重见天日，使一些鲜为人知的传播文章传播开来，让广泛传播的历史

画面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二，图书数据库的建立,加强了研究资料的保存、共享和使用,给研究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极

大地提高了研究者的研究效率。2002年国家正式启动善本图书数据库工程。“民国图书数据库”是“中国

历史文献总库”的子库，已完成四期18万种图书的建设，总计3200万页。此外还有“中国历史人物传记

资料数据库”，收录557921人，文献数量7450种。“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浙江大学“CAD

AL数字图书馆”等，均有红色“新善本”电子图书。如果全国博物馆、档案馆都数据化，并提供服务，那

么早期传播人物的史料将得到空前展示。

第三，早期传播著作文本整理出版，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期传播著作文本是早期传播最重要

、最集中的原创文字载体，是早期文本研究最基础的史料之一，也是研究早期传播者最可靠的文字依

据。整理出版的早期传播著作文本共包括三大类。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早期翻译出版的经典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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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国外政治家、理论家、学者的诠释本。据不完全

统计，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

《共产主义的ABC》《列宁主义概论》等80余种。另一类是国内政治家、理论家、学者的诠释本。据

不完全统计，有《社会科学讲义》《唯物史观浅释》《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浅说》《帝国主义

浅说》《唯物的人生观》等40余种。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果。在中共创建

及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全力以赴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出路，出版了一大批政治读物，这批文本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目的与归宿，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满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

智慧，是“中国化”第一批理论成果。这批文本中有代表性并产生影响的有《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

主义与智识阶级》《社会主义讨论集》《评中西文化观》《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中国共产党五年来

之政治主张》《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湖南农民革命（一）》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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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早期传播著作文本的编纂、整理十分落后，几乎没有进行。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

首先，在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最突出的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920年

8月由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本《宣言》的中译文，也是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译本，但《宣言》

原始文本存世很少，目前只发现11本，根本无法提供原始文本供学人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社再

版陈道望译本，首先被《陈望道文集》（1990）收录，2011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译本影印本，

2016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95周年，委托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高仿

本。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

20-1927）》第一编，将早期传播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等14种中译本全部

影印出齐。中共党史著名学者石仲泉赞誉“此选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红色历史文献的精华集

萃，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创性、基础性、系统性、时代性的重要成果，很

有学术价值”[1]。

其次，民国时期的红色图书被列为“新善本”，收入各种民国丛书中。如《民国丛书》《民国籍粹》《

翰文民国书库》《民国史料丛刊续篇》《东方文库》《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将《社会主义史

》《唯物史观解说》《阶级争斗》《社会主义讨论集》《评中西文化观》《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

义浅说》《唯物史观浅释》《新社会观》等纸质本影印出版。

（二）涉及早期人物研究的资料性、工具性图书出版成果丰富

凡是涉及早期传播、中共创建—大革命史的资料性图书，早期人物的资料均可查寻。《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辑录了五四时期160种主要期刊的目录，几乎囊括了所有传播人物的主要文章。《“一大”前后》

（198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1983）、《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85）、《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1983）、《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

传播》（1984）、《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1986）、《共产主义小组》（1

987）、《列宁著作资料汇编》（1987）、《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年表（修订稿）》《列宁著

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1995）、《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2003）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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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提供了早期传播著述和人物著述目录与部分内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早期传播有4册）提供了权威性史

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97）提供了十分

珍贵的共产国际档案，填补了许多传播人物的空白。中央档案馆与北京、上海、湖北、广东等地档案

馆合作内部发行的《革命历史文件汇编》，披露了大量建党时期的党团档案资料，为创建史研究和早

期传播人物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威资料。

中共党史辞典、人物传记均有早期人物记载。代表性的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2006），收录

人物597个。《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百卷，记录了1200余位人物，中共早期传播者几乎全部囊括

其中。

（三）人物研究色彩纷呈，成果丰硕

“文革”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人物是一花独放，即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

伟大启蒙者李大钊。这是必要的，但并不全面，如果马克思主义传播只是一人之功，就谈不上广泛传

播。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定影响的传播人物均出现在学术研究的舞台上，进一步贴近历史的真实。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早期人物的文集、选集出版。早期主要传播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

、李达、杨匏安、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赵世炎、张申府等的文选、文集均出版，基本

收齐了他们早期传播的著述。李大钊的文本研究最为成熟，全集类的便有《李大钊文集》（1999）、

《李大钊全集》（2006）。后者被出版界、学界称为收录李大钊著作“最为详备，考订最为精审，注

释最显功力”，其中注释几千条，共40万字，对李大钊论著作了详细的注解。李继华教授的《新版〈

李大钊全集〉疏证》（2011）以68万字的篇幅，对李大钊文本的许多难懂、难理解的名词、术语、概

念，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弥补了《李大钊全集》注释之不足；《陈独秀文集》（2013）是辑录陈独

秀文献最为齐全的图书，第一次用大量原始史料，将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马克思主义启蒙者、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确定下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一次真实地展示了青年毛泽东从

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之路。

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2011），收录了中共一大13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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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的著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版，引起学界的

关注和好评，为全方位研究早期传播史，提供了新鲜史料。有些人物，在早期传播中曾作出贡献，由

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他们曾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现又被发掘出来。如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在马

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系统地翻译了关于“俄罗斯研究”的9篇文章，在《新青年》

8卷3、5、6号登载。《袁振英文集》和《袁振英》讲述了他投身传播的故事。正如著名党史专家李忠

杰指出的那样：“在历史这幅画卷中，你得承认：有大故事，也有小故事，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或

者说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件、不大不小的故事。有主流，有主要的历史，也有很多的花絮。有大人物

，有小人物，还有那些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人物，不大不小的人物。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

还有一些说不上是正面还是反面，你很难界定的人物。如果历史研究都用单一的色彩、单一的标准来

描绘的话，历史就很难是真实的、客观的。因此，为了完整地再现历史，我们就要尊重历史本身的事

实。无论是作为伟大贡献的人物，还有没有作过太大贡献的人物，甚至没有贡献的人物，曾经作过贡

献、后来不一定又做过什么贡献的人物，对他们都是可以进行研究、思考的。”[2] 3-4

第二，人物研究传记纷纷出版。早期传播人物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史的重要人物，他们或出专传，或被

收录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中。中共一大13个代表均有传记。李大钊、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杨

匏安、赵世炎、邵力子等有多本传记。陈独秀传记客观公允地记载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传

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创建史的历史功业。在早期传播中作出贡献的非党进步人士，如邵飘萍、陈溥贤

、张西曼、陈豹隐（陈启修）、俞颂华等在传记中有清晰的记录。有的著名反面人物，但在早期传播

中曾起过作用，也能够置于历史现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述，如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周佛海、张

国焘等人。年谱是记载人物历史的重要形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年谱严

谨、详实，编写单位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利用了档案资料，具有权威性、全面性。

第三，力求将传播人物置于客观历史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评论。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学界在评价

人物时往往背离列宁的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

375的原则，而是聚焦在极少数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得到很大的改进。

首先，传播队伍主力突出，多元纷呈。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

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思想相继发生质的飞跃，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迅

速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近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从西方“盗”来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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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圣火，点燃了堆满干柴的神州大地，顿时燃起了冲天火焰。在火焰中，马克思主义传播演绎成了惊

天动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力。

改革开放以来，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广为人知的传播故事更是远播传扬。陈

独秀研究的禁区被打破，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得到充分肯定。一些人物的传播叙事被挖掘出来，

如李汉俊、杨匏安、沈泽民、杨明斋、董亦湘、张若名、高尔松与高尔柏两兄弟等。沈雁冰的文学成

就世人皆知，但他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作用则鲜为人知，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将他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贡献凸显出来：他是中共第一批党员，是《新青年》的编辑，《共产党》月刊的作者，是翻

译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的第一人。

国民党进步人士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林修梅、陈

炯明等人士曾卖力宣传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主办的《民报》《建设》《星期评论》《觉悟

》《闽星》等报刊是早期传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19

19.9）、《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1919.10-11）、《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1919.12）、《

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1920.5.5）等文章在传播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即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来研究

中国哲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解构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宣传、翻译《宣言》，第一次系统地为唯

物史观辩诬，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化”等。他们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推动了早期传播的高

潮，但在彻底性、实践性和科学性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区别开来。

其他进步人士是早期传播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邵飘萍、陈溥贤、张西曼、陈豹隐（陈启修）、俞颂

华、赵必振、费觉天、胡南湖(鄂公）、熊得山、成舍我等群星在传播的天穹上闪烁。

其次，传播内容逐渐广泛。传统传播内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继续火爆，同时引进了

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的视角向法学、文化、传媒、广告、文学美术等方面展

开，呈现色彩绚丽的画面。李军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20

13）导入传播学的5W理论，在传播史和传播人物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获得学界的好评。

最后，提高了研究深度。人物思想的转变十分复杂，传播对人物的思想转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

以往研究是单线思维，用固定的概念分析较多，缺乏个性和文化深度。改革开放以来，学人在这方面

有很大的进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文化重构方面着力。他们由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是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推动下，实现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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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料的大量发掘，传播人物的传播作用得到更大的释放，显得丰富饱满。如《李汉俊文集》《李

汉俊》的面世，改写了中共创建史的一些传统结论与提法。李汉俊于1919年9月在《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上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比传统所知的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

要提前5个月。李汉俊在建党时期发表近100篇传播文章，印证了马林说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

志”不为虚言[4]。

由于思想解放，传播人物的传播作用得到公允的定位。李大钊与胡适的“主义与问题”的讨论，是统一

战线朋友之间的思想辨析。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际，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

融合，有了新的诠释。

 二、早期传播人物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早期传播人物研究的对象是人物与著述。人物是早期人物研究的主体，著述是早期人物研究的文字

产品。就目前来看，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严重不足。

第一，早期传播史料有待搜集、发掘、整理、编纂。如前所言，史料的收集、整理取得很大成绩，但

就早期传播人物研究而言，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以上史料呈散状，不集中。即使是传播史，也是如此。每本资料性的图书，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

，一般仅几十万字。如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

17-1927）》是“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最丰富、最厚重、最有价值的史料汇编图书”[5]

3

，搜集早期传播资料近300万字，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但只是早期传播史与传播人物全部资料的冰

山一角。

二是以上史料是传播史的资料，并非传播人物的资料。传播人物与传播史有密切的关系，但毕竟不是

一个概念。据粗略统计，传播人物几千人，涉及传播人物的史料有几千万字之多。搜集、整理这些史

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列入国家出版、社科项目，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有组织有计划地

进行，汇编基本完备的“早期传播人物”实录。

第二，文本的整体性研究尚未开始。文本是传播人物的纸质著述，是传播史、传播人物研究的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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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集中的文字载体。如前所言，文本的整理出版有了一些成果，亦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已经出版的少量文本，除《李大钊全集》等外，多为影印本，或原始文本以简体纸质横排印刷，

没有说明、注释、梳理、甄别、考证等，因此谈不上研究。

二是整体性著述文本的搜集、整理成果付之阙如。著述文本包括著作与文章，这两部分迄今学界还不

清楚总量。仅传播著作有多少本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清楚，遑论整体研究？

通过对著作文本整体搜集、发掘、整理与研究，早期文本的语种从日文、英文到俄文的转化，内容从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发展到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东方革命理论，可以管窥早期传播的脉络。

通过对著作文本整体研究，不难发现学界的研究存在不少硬伤。如不少著作将书名这样最简单的问题

都搞错。如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写成《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的ABC》,写成《共产主

义ABC》，《哥达纲领批评》写成《哥达纲领批判》，是笔误？非也，是作者根本没有看原著，而是

互相抄录，以致以讹传讹。有的提法没有考察原始文本，便轻率作出错误结论。如1924年关于“瞿秋

白是传播马克思辩证法第一人”的提法，上个世纪80年代被作为重大发现，名家趋之若鹜。实际上早

在1919年7月，就有文章解释 “马克思学说的构成分子，就是当时世上流行的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

的观察法。他学说的新特征，就

在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拢起来就是了”[6]

。1920年8月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阐释了辩证法。李

大钊、李汉俊、施存统在瞿秋白之前就介绍了辩证法。当下一些中共创建史的著述称，1918年12月《

太平洋》第1卷第8号刊载的《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第一次详细记载十月革命。事实上此资料只记载

了1917年7月至10月（旧历）俄国临时政府到十月革命前的政变史，并无十月革命记录。

通过对著作文本整体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史、早期人物的研究。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田诚撰

写的《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第一次分析了半殖民地社会，剖析了各个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鲜明地宣布在中国“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

关”[7]。第二步就是要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共产主义最要紧的“就是主义的信仰”

，“因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7]

。该书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它代表中共创建时期的最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党的诞生制造舆论。中共

一大没有留下任何的中文资料，此文本显得格外珍贵。关于作者田诚，目前还不清楚他的生平，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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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青、衡石、恶石、汉胄等，均在早期传播中作出了贡献，然而他们还不为今人所知。

第三，传播人物研究停留于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研究。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

在20世纪初在中国广泛传播，绝不是偶然，是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由封建帝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先进中国人苦苦寻求各种救国之路。最初向资本主义学习，走西方现代

化道路为唯一的选择，结果屡屡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彻底

失望。十月革命，特别是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极大地震撼了我国社会各界

，促使最激进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的幻想，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对爱国主义的关怀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与中国传统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有契

合点，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与中国革命实

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重构，扎下根的文化背景。时代性确定

了五四时期人物的整体思想脉络，离开那个特定的时代，则无法把握传播人物思想转变的体征。

历史画面从来都是色彩纷呈，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是合力所为。如果仅仅是个案研究，历史画面必然

会严重缺损，许多历史文献和传播叙事将会遗失。即使是关于李大钊的研究，也均为研究其生平、思

想转变与贡献（包括理论），迄今还未有将李氏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事实上，人物的思想变化除了时代的影响外，还有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信件，彰

显了这对战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互相作用。林育南、刘仁静是恽代英的学生，但老师的思想转

向马克思主义却是受到学生的影响。如果不整体性研究人物，研究传播人物之间的互动，就很难准确

诠释早期传播与早期传播人物的脉搏。

只有研究第一代传播者思想流变，也就是掌握传播者的共性，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

传播的原因与传播的普遍规律，才能探知传播者自发、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原

因与基本特征。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每个传播者在时代背景下，走上社会主义救国的道路，更多体现

的是个人传播的作用。由于家庭环境、所受文化传统教育的不同，个人思想转变和传播贡献呈现出不

同。如李大钊与陈独秀，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王明的不同，凸显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

运用的区别。基于他们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又影响到党的命运。个性彰显

出的则是传播者的特殊贡献，所有特殊贡献汇集起来又形成了传播的丰富多彩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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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物队伍研究需要扩大。迄今传播人物研究还局限于中国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

播人物与传播一样，是多元的。首先，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从传播人物传记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内容，

传记屡见报端。他们胸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人类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激励革命知识分子由激

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主要动力，是革命知识分子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之

一。然而迄今还没有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的传播进行专题性研究。

其次，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诠释者。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本

是早期传播的一个特点。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原创经典，在早期传播中并不多，多是诠释本。它们

通俗易懂，对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读者特别适合。包括毛泽东等在内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皈依马克

思主义时，诠释本的作用尤为突出，如《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主

义的ABC》，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到决定性作用；《近世经济

思想史论》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对李大钊、李汉俊、李达等均产生

重要的影响；《列宁主义概论》是诠释列宁主义的经典，从延安整风开始，成为中共干部必读的著作

之一。如果不研究诠释本的作者，如考茨基、布哈林、斯大林、河上肇、柯卡普、郭泰等，以及诠释

本产生的背景与内容，就不能深入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

第五，思想要继续解放，研究方法要继续进步。方法论的运用是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先导。不必

讳言，在早期传播研究当中还存在研究方法的问题，这将阻碍我们进一步走进历史和对传播史、传播

人物的研究。

首先，对传播人物研究存在“以论代史”的倾向，易陷入先入为主和“后见之盲”的窠臼。最典型的例证

就是对陈独秀的研究，由于长期以来他有“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关于他的研究就成了禁区，他对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创建的贡献就被严重扭曲。如

果失去对中共第一创始人陈独秀的正确研究，新文化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和中共创建史的

画面就是严重缺损的。

其次，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人物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不将人物置入历史语境，而是以人物后来的

历史地位来评说历史的现象。如《湘江评论》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性刊物，而上海的《星期评论》

是与《新青年》齐肩的全国性刊物，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刊物。但由于主编身份的缘故，学界对

前者（《湘江评论》）研究着墨颇多，评价过高，对后者（《星期评论》）却多加指责和批判，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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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再次，有选择性利用史料，必然遗失一些重要史实。坦率地说，至今这种现象还严重存在于早期传播

史研究中。最初，学界将目光聚焦在李大钊一个人身上，早期传播的史料基本上围绕李氏的史料展开

。瞿秋白获得平反后，瞿秋白研究一哄而上，史料又集中在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上。陈独

秀的禁区被打破后，涉及陈氏的史料才陆续公布。这种现象导致早期传播史与传播人物的整体性画面

始终是缺失的。

最后，要下大工夫，深度发掘一些鲜为人知的传播人物。在早期传播中，有的人物起到较大的作用，

但人们对他们的生平或不知道或不够清楚。如《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作者田诚，马克思《雇佣劳

动与资本》的译者袁让，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代任务》的译者李立，《伟大的创举》的译者王静等

，大众对他们一无所知。“今日派”的首领胡鄂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本

中译本译者郑次川，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的译者李天培，《贫乏论》与《马克斯派社会主

义》的译者李金凤，《社会主义与近世科学》的译者费觉天，若隐若现。如果缺失这些人物，那么早

期传播的画面就永远欠完整。

热望学界将整体性传播人物作为研究对象，走进历史，使早期传播史全方位、全景式地留存历史，客

观公允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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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aracters Spreading Marxism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

Tian Ziyu

 

Abstract: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is an unprecedented ideological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It is another great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follow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thought. The spread

character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thoughts spread, which has been advanced in researc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pecifically represented in aspects of: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in

historical material collection, sorting and publication; great achievements in publishing of

informational and instrumental books relating to early character research, and diverse research

on characte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early spread character research, such

as lack of historical data and lack of holistic researc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ollect,

discover, sort, and compi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early spread; strengthen the holistic research of

writing and spreading characters,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team of spread characters, and

improve research methods to make early spread pictures more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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